
２０２５第１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６８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No．１,２０２５
Bimonthly

SerialNo．２６８

环境规制效应的路径偏移

———来自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经验证据

张平淡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中国许多旨在减污降碳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有限.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企业

微观数据与专利数据,详细刻画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专利的年度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以清

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细致检验了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清洁

生产标准实施未能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促进了企业对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的投资,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即企业选择了渐进式创新

而不是研发创新来实现清洁生产.本文基于政策协同视角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激励政策会缓解清洁生产标

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本文为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推进企业减污、减碳、扩绿、增

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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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是推动绿色发

展、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动力,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波特假说

(PorterHypothesis)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提升竞争力并不冲突[１],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

企业创新,这种创新补偿效应甚至能够弥补遵循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合规成本,动态来看,有利于强化

企业竞争优势.以往研究涵盖的是较为广泛的一般技术创新[２],Acemoglu等(２０１６)研究认为应该

关注绿色技术创新[３],这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当政府通过环境规制约束企业时,
企业可以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满足规制要求,也可以通过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的更新来满

足环保技术标准.然而,现实中企业往往选择购买达标的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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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上的研发投入,不利于释放企业绿色发展的潜力.因此,为了统筹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发挥环境规制本身的环境效应,还要引导企业积极从事研发创新,尤其是绿色

技术创新[４],即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实施的最优路径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引导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升

级,带动资源能源节约和污染排放减少,促进企业经济效率提高,实现环境目标和经济绩效的协同[５].
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类适应生态环境和满足生态环境目标的新型现代技术,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

对传统技术的升级和优化,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供给不

足.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专利数据匹配结果来看,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间,总共约有１２５８８８家中国制造业

企业申请过专利,占所有企业数量的１３．７２％,进行发明专利申请的企业占７．４２％,这一结果与寇宗来

和刘学悦(２０２０)的结论基本一致[６].而若只看绿色发明专利,此比重进一步下降到１．２７％,绿色技术

创新企业基数过低.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申请过发明专利的企业占比从０．２７％上升到１１．５９％,申请过绿

色专利的企业占比从０．０３％上升到１．７２％.从企业平均专利比率(专利申请数量/企业资产总额×
１００％,其中企业资产总额以千万元为单位)来看,同期专利总数比率由１．９４％上市至２５．６９％,其中发

明专利比率由０．１２％上升至７．６５％,绿色发明专利比率由０．０１％上升至０．３０％(见图１).相对于企

业专利总数比率、发明专利比率水平,绿色发明专利比率较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一般创新并

不同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供给不足.

图１　企业(绿色)专利比率的年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对于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现有研究认为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
征[７],市场力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激励不足,需要适当的政策干预.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讨论,现有研究存在分歧[１].一些研究发现严

格的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创新[８][９],但一些研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Albrizio等(２０１７)指
出严格的环境规制意味着增加企业的额外负担,引致资源从传统的“生产性”用途转向减少污染[１０],
从而导致企业在短期内的生产率增长可能受到冲击;牛美晨和刘晔(２０２１)认为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

高总体上抑制了企业创新[１１].
聚焦中国环境规制效果的研究,在以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这种积极作用不局限于环境规制的政策类型,即在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环
保税改革政策上均有体现;而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结论则存在较大分歧,即使针对

同一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效果亦是迥异[１２].目前关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

少量研究检验了该政策对企业产品质量[１３]、企业利润率[１４]和全要素生产率[１５]的影响,多数研究集中

讨论该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１６][１７]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１８][１９][２０],主要从技术扩散[２１]、产业链上下

游[２２]视角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减污降碳上的作用.现有研究对于清洁生产标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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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减污降碳效果基本达成共识,但在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依然存在争议[１９][２０].可能的原

因是,一方面是现有研究仅检验了部分清洁生产标准的政策效应[１５][１６][２０];另一方面是样本选择的差

异性,部分研究选择上市公司数据[１９],部分研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２０].考虑到政策选择的全面性、
样本代表性不同,可能无法检验出真实的政策效果.因而,需要尽可能在全面选择政策的基础上扩大

样本数量,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并基于科学的评估方法具体分析所关注的规制政策.
本文关注的是清洁生产标准政策,该政策的实施旨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但实际规制效果可能与预期存在较大的偏离.图２汇报了实施清洁生产标准行业(处
理组)和未实施行业(控制组)在样本期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的变化:在２００３年清洁生产标准政

策开始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平均绿色专利比率趋势基本重合,均值差异在０附近;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政策实施的密集期间,两组企业的平均绿色专利比率的变化趋势开始分化,均值差异开始为

负,即处理组绿色专利比率的增长趋势放缓;在２０１０年所有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两组分化趋势进一

步加剧,均值差异显著为负.基于图２的特征事实描述,不难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与企业绿色专

利比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环境规制效应可能出现了路径偏移.类似研究认为,中国许多旨在减污

降碳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限[２３],这种路径偏移可以归因于企业技术

创新的方向和类型[４],即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增购治污设备等方式实现减污降碳.清洁生产标准

的实施是否真正意义上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还需要实证进一步检验,这也正是本文所关

注的重点.

图２　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平均绿色专利比率的年度变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国内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一是既有研究较少考虑到政策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即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企业数据,其所得结论

可能无法有效推广到中国工业企业;二是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辨识不足,且对企业创新的

方向选择和变量测度的精细识别尚不全面.鉴于此,本文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采用交错 DID(StaggeredDID)的识别策略,精细识别清洁生产标准实

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供了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微观证据.现有文献基于波特假说详细

讨论了环境规制对省份[２４]、城市[２５]等宏观层面创新的影响,但宏观层面的研究可能存在加总偏误等

问题,无法识别变量之间真实的因果关系[２６].现有在微观层面讨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

研究存在样本代表性有限、结论外部有效性不足等问题[８].相对于上市公司数据而言,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涵盖了规模以上所有工业企业的信息,样本量更大,企业代表性强,更能体现中国微观企业的真

实情况,本文研究较好地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此外,本文还采用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克服多期DID
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２７],验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第二,深化了环境规制机制路径

分析.相比传统研发投入挤出机制的分析,本文深入分析了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的创新选择,从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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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式创新角度深化了机制分析.第三,基于政策协同视角,深入分析了创新激励政策与清洁生产规制

政策的协同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强化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推进企业减污、降碳、扩绿、增长提供了

实证支撑.

二、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

(一)制度背景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保护方针[１９],强调要通

过调整产业布局、产品结构,通过技术改造和“三废”的综合利用手段防治工业污染.由于当时缺乏完

善的法规、制度和操作细则,加之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分配和产品销售价格的统一管制,该方针并未

得到很好落实.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清洁生产的重要性愈发凸显.１９９３
年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国家环保局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明确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

末端治理向全生产过程转变,实施清洁生产①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以下简称«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施行,确立了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我国

环境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指导下,自２００３年开始我国陆续在部分行业实施

清洁生产标准,截至２０１０年,生态环境部共实施了５６项行业层面的清洁生产标准[１９],为中国工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属于典型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强调“先污染、后治理”相比,

更加侧重于“防治结合、综合治理”以及绿色产品的设计与生产[１８],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持续性.
清洁生产要求对产品和工艺持续不断改进,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推行清洁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不

断完善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适时提出新目标.第二,预防性.清洁生产强调在产品生命

周期内,从原材料获取,到生产、销售和最终消费,实现全过程污染预防,减少乃至消除污染物的产生,
体现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第三,统一性.传统的“末端治理”投入多、治理难度大、运行成本高,经济与

环境效益不能有机结合,清洁生产则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将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能够实现经济

与环境效益相统一.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行业层面清洁生产标准陆续出台,这相当于经济学领域开展的“自然

实验”,外生性特征明显,为有效识别中国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二)理论机理

１．清洁生产标准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因为传统上的“生产性”投资被污染治

理投资挤出,产生机会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２８].一方面,它带来了企业必须面对的直接成

本,例如用于污染处理的末端处理设备.另一方面,企业严格遵循环境规制而调整投入,也会产生机

会成本.Porter和 VanderLinde(１９９５)从动态视角提出“波特假说”,认为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提

升并不违和,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促使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弥补

“遵循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１].绿色技术创新是协调环境规制与企业发展的关键.虽然环境规制

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收益,但现实中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波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信息的不完

全,导致企业处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并不能总是做出最优选择.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主要矛盾发

生了改变,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尚

未完成,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企业在创造性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经验不足.环

境并不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领域,许多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增加了

创新能否给企业带来收益的不确定性[９].
清洁生产标准旨在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相统一,是国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举措.然而,清洁生产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较多障碍.
第一,技术障碍.技术落后是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阻碍之一,尤其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自主开发

能力弱限制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第二,资金不足.资金不足是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根本障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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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生产虽会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但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而许多

企业由于经济效益不佳,缺乏实施清洁生产的资金和条件;而一些已经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大多数

只停留在实施一些成本费用较低的方案上.此外,清洁生产投融资渠道不畅,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庞

大、利息负担重,使得资源禀赋较弱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意愿较低[８].第三,激励机制落

后.中国有关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财税等激励政策的建立和完善相对滞后,制约企业生产经营方式

转变.虽然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初衷旨在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但
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回报率低,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对企业节能减排、绩
效提升的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在清洁生产标准造成的短期业绩和现金流压力下,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清洁生产政策效果可能偏离预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未能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２．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资源的挤占

环境规制促进的是特定类型的创新[２９],既有研究将企业在环境规制作用下的创新分为研发创新

和渐进式创新两类,即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自主研发(研发创新)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或者引进生产

设备和治污设备(渐进式创新)达到减污降碳的目标[２３],而基于技术标准型的清洁生产规制可能激励

企业通过购买新设备等进行渐进式创新,而不是通过研发创新的形式[２０],其内在逻辑如下.第一,从
研发创新角度来看,由于技术存在正外部性,技术的研发者无法独享技术利益,模仿者以较低成本获

取新技术,挫伤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此外,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高于污染者私人成本,污染能

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加上实施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这导致企业减少研发投入.
第二,从渐进式创新角度来看,技术引进的方式往往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普遍选择.相比自主创新,
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引进先进的机器和生产设备实现技术改造升级[３０][３１].需要注意的是,以往企业

更新生产设备是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而在清洁生产标准下,企业生产设备的

升级更多是要符合环保技术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以钢铁行业(炼钢)为例,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等做了细致和明

确的规定,在一系列环保技术标准下,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更多具有环保属性.在企业资源约束条件

下,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和企业末端治理设备的投入,挤压了企业的研发支出,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挤占企业研发投入,这导致未能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由于清洁生产标准在不同行业实施的时点存在差异,故而本文采用交错 DID 模型(Staggered
DID)识别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GIijpt＝α０＋α１didjt＋βXijt＋ai＋λpt＋ind×T＋εijpt (１)
式(１)中,i、j、p和t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GIijp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didjt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如果处理组在t年实施了清洁生产标准,那么处理组在t年及之后的年

份中didjt＝１,否则为０② .ai 为企业固定效应,εijp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控制企业所在省份可观测(如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与不可观测特征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利用省份交乘年份的

固定效应λpt进行吸收;此外,还控制了企业所在两位数行业的时间趋势ind×T,以尽量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控制变量Xijt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cale)、企业出口变量(EX)、企业所有制性质

(State)、四位数行业的市场集中度(HHI).
(二)数据说明

１．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清洁生产标准覆盖制造业４２个四位数行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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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参考寇宗来和刘学悦(２０２０)的匹配方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

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６],并根据 WIPO提供的绿色专利分类范围清单进行绿色专利筛选,将其中未

申请专利的企业申请数量赋值为０.由于专利数据里面有两个分类号变量,即“分类号”和“主分类

号”,所以本文进行了两次筛选,分别得到了“基于主分类号筛选”和“基于分类号筛选”的绿色发明专

利两份数据,将“基于主分类号筛选”的绿色发明专利用于基准回归,将“基于分类号筛选”的绿色发明

专利用于稳健性检验.
借鉴龙小宁和万威(２０１７)的数据处理思路[１４],本文删除劳动人数小于８人、工业增加值为负、工

业总产值为负、中间投入为负、企业总资产为负、企业销售收入为负、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以及固定净

资产大于总资产的样本.最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共有４０５２８１８
条,匹配数据的期限范围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虽然本文样本年份未能覆盖到最新年份,但所得结论依

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清洁生产标准目前仍然是国家指导和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重要政策工

具,本文研究结论为现有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

长期性,样本期内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即企业无法短期内调整绿色

创新行为,其政策效果依旧具有参考价值.

２．变量描述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比率予以表征[６].绿色发明专

利申请量能够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考虑到控制企业规模因素才能更加合理地考察政策对关

注变量的真实影响[３２],本文将每千万元资产总额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比率)作为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也将单位产值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数量的对

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在部分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截至２０１０年,生态环境部共实施了５６项行

业层面的清洁生产标准[１９].从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具体实施情况来看,２００３年清洁生产标准涉及制

革行业(猪轻革)、石油炼制业和炼焦等３个行业,２００６年实施的行业数量大幅上升(１０项),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分别颁布１２项、１０项,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又分别公布１３项、８项行业标准.从出台标准的产业

看,大多在化工、金属冶炼、造纸等重污染产业,其中化工类清洁标准为８个,金属冶炼类为１３个,分
别占清洁生产标准总数的１４．３％和２３．２％.本文根据清洁生产标准中的适用业务范围,参照«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０２)找到对应的四位数制造业行业代码,对于无法确定四位数行业代码

的,则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搜索涉及的业务再进行确认.将清洁标准实施涉及的行业界定为处

理组,对于没有清洁生产标准的其他四位数行业则界定为控制组,由此,四位数行业层面接受处理的

有４２个行业,未接受处理的有７０９个行业,受处理行业占比为６％.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１６][３３],控制如下变量:(１)企业规模(Scale),企业的规模和研究开发的成功率

有一定的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创新成功率越高,本文以企业劳动人数的对数值表征;(２)企业所有制

性质(State),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以及资源过度挤占特征,在创新意愿上并

不强烈,可能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本文根据企业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确定企业所有制

性质;(３)企业年龄(Age),企业存活时间越久,其知识积累可能越多,越具备创新基础和条件;(４)企
业出口变量(EX),出口企业可能通过“出口中学”获得国外先进污染处理技术溢出,从而有利于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存在出口交货值进行判断;(５)企业资产负债率(Debt),企业资产

负债率越高可能使企业在面对经济波动时更加脆弱,导致其在创新方面更加谨慎,甚至缩减研发投

入,本文以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度量;(６)信贷资源可得性(Bank),金融业的发展有助于

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有效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根据现有研究[３４],本文以工业企业周边５公里

范围内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对数值度量企业信贷资源可得性;(７)行业集中度(HHI),行业竞争激烈

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意愿,进而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对所有连续型控制变量进行上下

千分之五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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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GI ０．０７０ １．６２４ ０．０００ ５５．５５６ ４０５２５２６
EX ０．２１４ ０．４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５２８１８
State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５２８１８
Scale ４．９２３ １．１１４ ２．３０３ ８．２６６ ４０５２８１８
Age ２．１３６ ０．８１０ ０．０００ ４．０２５ ４０５２５８７
Debt ０．５０４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２ ４０５２８１８
Bank ２．６８６ １．３８０ ０．０００ ６．０１１ ４０４４５５６
HHI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９ ４０５２８１８

四、实证分析

(一)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表２汇报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第(１)列只控制企业和年份的

固定效应,第(２)列在第(１)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第(３)列控制了省份交乘年份的固定效应,第
(４)列在第(３)列基础上控制了企业所在二位数行业的时间趋势.回归结果显示,第(１)~(４)列中did
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验证

了假设１.从估计系数结果来看,相对于未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企业绿色

发明专利比率平均降低０．０２５％,相对于样本均值(０．０７０％)下降了３５．７１％,基准结论表明样本期清

洁生产标准未能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GI GI GI GI

did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时间趋势 否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３７８５１２２ ３７７６４３０ ３７７５９１８ ３７７５９１８
R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３

　　注:括号内为四位数行业交乘年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下表同.列
(１)(２)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未能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

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高和回报周期长,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清洁生产标准的

创新激励不足,未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充分补贴,导致企业往往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和治污

设备来满足清洁生产要求.这会促使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挤出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为厘清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创新选择行为,后文将展开进一步讨论.
(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参考 Hu等(２０２２)的研究[１９],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事前检验,模型如下:

GIijpt＝α０＋ ∑
－２

l＝－k
μldidl

jt＋∑
k

l＝０
μldidl

jt＋βControlijt＋ai＋λpt＋ind×T＋εijpt (２)

式(２)中,l＝T－Ej,其中 T表示日历年,Ej 表示四位数行业j初始接受处理的时间点,l表示相

对政策时点,取值范围为{－６＋ ,－５,－４,－３,－２,－１,０,１,２,３,４,５,６＋ },其中,负号表示政策发生

前,－６＋ 表示将政策发生前超过６年的样本都归入第６年;同理,６＋ 表示将政策发生后超过６年的样

本都归入第６年.didl
jt表示政策相对时点取值为k时为１,否则为０.本文选择政策发生前的一期

(－１)作为基期.图３显示,在政策实施前的各期效果均不显著.进一步地,本文对事前趋势进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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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检验,结果发现F值为０．６３２,P值为０．６７６,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不存在事前趋势的原

假设.根据各期t检验以及联合趋势的F检验结果可以推断,平行趋势假设的推论得以满足.政策

效果在第４期才显著异于０,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政策实施具有滞后效应,可能无法在短暂的几期表

现出来;第二,基于事件研究法所做的平行趋势检验,在政策实施后的每一期,其所使用的有效样本减

少,因而可能导致显著性下降.

图３　平行趋势检验

２．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当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可能会出现负权重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系数有

偏[３５].本文基于 Liu等(２０２４)提出的新估计量(FEct)[２７]以及 Athey等(２０２１)提出的 MC估计量

(Thematrixcompletionestimator)[３６]进一步估计动态处理效应.图４、图５分别汇报了基于FEct、

MC估计量得到的动态处理效应.其中,左轴对应于 ATT估计值,右轴对应给定时间段内处理单位

的数量.由图４可知在政策处理前期ATT 估计值(残差平均值)均在０值附近(左轴),不存在明显的预

趋势;在政策发生后ATT 估计值显著异于０.图５同样表明,政策发生前期不存在预趋势.基于FEct
得到的ATT 的估计值为 ０．０３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４７,－０．０２４];而基于

MC得到的 ATT估计值为 ０．０３５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４７,０．０２４],两个

估计量得到的估计值完全一致,置信区间基本重合.本文基准回归中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估计

系数为 ０．０２５,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７,０．０１２],两类估计值的置信区间存在部分重合,说明基准

模型估计中存在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导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低估了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但对本文基准结论并不产生实质影响.

图４　基于FEct估计量得到的动态效应　　　　　图５　基于 MC估计量得到的动态效应

３．排除竞争性政策③

第一,«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十一五”时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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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规定.由于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所涉及的行业与“十一五”时期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和实施时间存

在行业重叠,为剥离其政策影响,本文通过生成干扰政策变量did１ 进行控制.第二,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０
日原国家经贸委下发了«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计划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１０个

城市开展清洁生产试点工作,试点计划为期三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第三,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０年

７月１９日出台«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广东、辽宁、湖北等五个省和天

津、重庆、深圳等八个城市设定为首批试点地区,开启了中国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该通知要求试点

地区要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发展战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清洁生产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这两项政

策虽然在地区层面上实施,但是各地区会基于本地产业情况实施配套的行业政策,进而形成干扰政

策,通过生成干扰政策变量did２、did３ 并加以控制,以排除与本文清洁生产标准的竞争性政策.回归

结果表明,这些可能的竞争性政策并未影响到本文的系数估计,说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４．替换被解释变量

以企业单位工业总产值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基于分类号测算的绿色发明专利比率、绿色实用

专利申请比率替换被解释变量.此外,还将基于主分类号筛选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加１取对数、绿
色实用型发明专利申请数加１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将基于分类号筛选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数加１取对数、绿色实用型专利申请数加１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基准结论稳健.

５．调整固定效应、聚类层次、样本区间

考虑到不同固定效应层级的控制和聚类层次偏差,本文将基准结果固定效应的控制调整为四位

数行业固定效应、省份交乘年份的固定效应,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此外,本文分别将

聚类层次调整为四位数行业层面、三位数行业层面和三位数行业交乘年份层面.考虑到样本区间的

选择,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样本区间限制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回归结果表明基准结论依然

稳健.

６．调整控制组

清洁生产标准政策是针对污染行业的,在进行政策评估时将清洁行业作为控制组可能会混杂固

有差异,虽然在研究设计时通过企业固定效应、行业交乘时间趋势吸收两组固有差异,但出于稳健性

考虑本文逐步从控制组中抽出清洁行业,从而验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和现有研究[３７]划分清洁行业,这里先将清洁行业中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从样

本抽离;接着将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

他制造业从样本中抽离;最后将以上清洁行业全部剔除.回归结果表明,调整控制组对本文的基准结

论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未能带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可能是企业选择了渐进式

创新而不是研发创新来实现清洁生产.因此,本文首先检验清洁生产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然
后从企业渐进式创新的角度进行探究,全面分析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的创新选择,深化本文机制的

解释.
为了验证企业研发投入被挤出的事实,本文分别以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RD,单

位:％)、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１取对数(ln(１＋RD))表征企业研发投入情况.表３第(１)(２)列回归

结果显示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是抑制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２０],验证了假设２.大量基于环境规制类型视角的研

究认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属于典型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具有严格的技术标准),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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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迫使公司把资源集中在合规而不是创新上[３８],更灵活的“绩效标准”比更具

规范性的“基于技术的标准”更有可能引发创新[３９].然而,这一解释并未全面深入分析企业面临环境

规制时的创新决策,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企业渐进式创新行为,从而深化理解.
　表３ 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RD ln(１＋RD) I K FG FGA

did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１７０∗∗∗ ６．９３１∗∗∗ ０．１９６∗∗∗ ０．８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３) (１．４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２７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２９１１８ ７２９１２９ ２４３８０５３ ２６１５２３６ ２９６１４３ ２２７６６９
R２ ０．７０７ ０．７３８ ０．４１７ ０．８０４ ０．８３３ ０．７７６

　　注:由于研究与开发费用仅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有少量观测值,故样本量大幅下降.由于污染设备等相关指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与污染排放数据的合并数据,不同指标缺失程度不同,表现为样本量的不同.

渐进式创新可以表现为在生产上升级和购买设备,在污染处理上更新治污设备[２３].表３第(３)
(４)列回归结果显示,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额(I)、资本存量(K)的增加,即企业

可以通过升级和购买生产设备实现清洁生产标准的达标.现有研究也发现企业加快资本更新来满足

环境规制要求[２３].如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则可能通过直接购买治污设备设施提升治污能力,
从而达到清洁生产标准.本文以废气处理设备数(FG,单位:套)、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FGA,单
位:万标准立方米/时)表征企业末端治理能力,并将FG、FGA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３第(５)
(６)列回归结果表明,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污染处理设施的购买,加大企业污染治理

投资,提高企业污染处理能力.现有研究也表明,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可能会通过加强脱硫设施的使

用进行末端减排[３２].基于末端治理的设备投资,容易产生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其所需成本将不断增

加,其最终往往仅具有环境效益而缺乏经济效益[４０].Gray和Shadbegian(１９９８)的研究发现,更严格

的大气和水环境规制对美国造纸厂的技术选择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减排技术投资的增加是以牺牲

生产力为代价[４１].综合表３回归结果可知,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生产设备、治污设备投

资增加,在企业有限的预算约束下,企业会减少研发投入,选择渐进式创新而不是研发创新,这不利于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
结合本文的基准结论和机制分析可知,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之所以会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根

本原因在于知识市场的失灵.具体来说,绿色技术中蕴含的一部分知识可能会转变为公共知识,这种

溢出效应虽然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但同时也导致创新者无法独占其研发成果.由于这些知识溢出,
企业可能不愿意投入足够的资源进行研发,因为他们无法确保从自己的创新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因

此,如果不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来补偿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企业将缺乏动力去开展达到社会最优水

平的研究活动.这不仅会降低私人部门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水平,还不利于形成宏观经济持续增

长的动力.相应地,对于知识市场失灵,政府的干预应该是出台针对专利申请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

新活动进行补贴,补偿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弥补企业创新的正外部性损失.而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

激励机制落后,与之配套的仅是针对不符合清洁生产标准要求的企业进行处罚,如罚款、停业、吊销营

业执照,甚至关闭业务.因而,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对于知识市场失灵并未起到有效干预作用,应对

环境规制时,企业更多采用引进机器设备、消化吸收这种改造路径,增加了企业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

投资,从而减少研发投入.

六、进一步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既往研究充分论证了清洁生产

３４１



规制的减污作用[１６][２２],因而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具有其合理性.如何缓解清洁生产规制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还需进一步分析.政策协同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一些非环

境规制政策可能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Qi等(２０２３)研究发现与投

资相关的税收减免可以进一步为企业调整减排策略提供机会,缓解外部环境规制强化导致的污染排

放成本上升压力[４２].清洁生产规制政策未能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其中原因是企业通过渐进

式创新方式满足清洁生产技术标准,从而挤出研发投入,再加上知识市场失灵,仅依靠市场无法为企

业开发此类技术提供足够的激励[４３],最终导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实

施创新激励政策弥补研发投资的市场失灵,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提升创新产出水平.在进一步

研究中,本文重点关注创新激励政策类型与清洁生产规制政策的协同影响.
下面主要通过考察三种创新激励政策与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协同效果.其一为专利激励政

策[４４],这些地方性激励政策主要是各省级行政单位的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与税收相关的优惠政策,
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包括:一定年限内新增的归属地方收入的增值税按一定比例返还企业、一定期限内

所得税按一定比例减免征收、专利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等.其二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
区)政策.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驱动城市创

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样本期内国家先后公布了两批试点地区.对于纳入示范的地区而言,会有相应

配套资金,在各项工作中对示范地区给予政策倾斜.其三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２０１０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通过了大连、青岛等１６个城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对上述试点城市的自主创新和

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优先予以支持.清洁生产规制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而创新激励政策会给予企

业税收优惠等补助,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缓解清洁生产规制的负面影响.下面主要通

过分组回归分别考察三种创新激励政策与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协同效果.
表４的回归结果显示,受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的样本,清洁生产规制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经济直

觉是,受到环境规制和创新激励政策组合影响的企业可以通过将满足减排要求纳入利润函数,影响其

在面对环境规制时的研发决策,降低规制的负面影响.类似研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手段

整合不同领域的绿色创新活动,一方面,直接补贴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间接

补贴可以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对污染活动进行税收,政府可以引导企业更多地投资

于创新活动,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４５].同理,政府在出台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时可以通过配套相应

的创新激励政策,给予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税收优惠或补贴,从而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积极作用.
　表４ 政策协同效果检验

变量

非专利激励 专利激励

(１) (２)

GI GI

非知识产权试点 知识产权试点

(３) (４)

GI GI

非创新城市试点 创新城市试点

(５) (６)

GI GI

did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８１３２６ １４５２８２１ ３５０８４０７ ２３２１３４ ３５２７６９６ ２２２１８３

R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５１ ０．３１３ ０．５５７ ０．３１３ ０．４２４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引入交错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以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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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检验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基准分析发现,样本期内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未能

显著推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比率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对生产设

备和治污设备的投资,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即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而不是研发创新来实现清洁生

产.本文基于政策协同视角的分析发现,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缓解清洁生产规制政策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着力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这
就需要实现生态环境多目标的相容控制和协同治理.本文实证发现,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显著抑制

了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由于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础薄弱,在面临资金不足、高研发风险等问

题时创新意愿较低,因而需要政府完善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导向的财税政策体系,缓解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资源约束,补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着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第二,优化完善清洁生

产标准内容,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波特假说强调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的发生存在前提条件,
即环境规制必须创造最大的创新机会,将创新的方法留给行业,而不是标准制定机构,监管应该持续

改进,而不是锁定任何特定技术.当前清洁生产标准制定了详细的环保技术标准,可能给企业留下的

创新空间较少,导致企业将技术锁定在治污技术上,即企业倾向于投资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在清洁

生产标准的动态优化过程中,政府可以考虑直接瞄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真正意义上从“末
端治理”到“全过程控制”的转变,避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企业减排.第三,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强化

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政策协同可以强化清洁生产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

向影响.在绿色技术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加强市场化环境规制政策,避免命令与

控制政策带来的扭曲.为应对当前日趋复杂的环境挑战,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更加全面地

考虑这些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相互作用.通过设计灵活的政策框架,政府不仅能够为企业调整减

排策略提供充分的空间,还能有效降低这些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成本,激发企业培育绿色技术创新的

动力.

注释:

①文本源于«１９９３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②关于政策实施时点的说明:第一,考虑到一些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时间较短,本文将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时间在６月３０日

之前视为当年开始实施,对于７月１日之后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视作从次年开始实施;第二,一些行业(例如制革行业)的标准可能根
据产品种类的不同分批实施,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以该行业第一次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时间为准;第三,一些行业(例如钢铁行业)在
样本观察期内颁布了两次清洁生产行业标准,本文采用该行业第一次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时间.

③限于篇幅,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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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thDeviation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Effects:EmpiricalEvidence
fromCleanProductionStandardPolicies

ZHANGPingdan
(BusinessSchool,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China)

Abstract:TheoptimalpathforenvironmentalregulationaimingatpollutionreductionandcarbonreＧ
ductionistodriveenterprises＇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realizetheunityofeconomicand
environmentalbenefits．BasedonthemicroＧdataandpatentdataofChinesemanufacturingenterpriＧ
ses,thispaperdetailstheannualtrendofgreenpatentsofChinesemanufacturingenterprisesfrom
１９９８to２０１４．Onthisbasis,theimplementationofcleanerproductionstandardsisusedasaquasiＧ
naturalexperimenttometiculouslyexamineitsimpactonenterprises＇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
anditsmechanism．ThebenchmarkstudyfoundthattheimplementationofcleanproductionstandＧ
ardshasnotsignificantlypromoted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nenterprises,andthisconclusion
remainsrobustevenafterconsideringtheheterogeneitytreatmenteffect．Themechanismanalysis
showsthattheimplementationofcleanerproductionstandardspromotesenterprises＇investmentin
productionequipmentandpollutioncontrolequipment,whichcrowdsoutenterprises＇R&DinvestＧ
mentandisnotconducivetoenterprises＇greeninnovation．Infurtherresearch,thispaperanalyzes
basedonthepolicysynergyperspectiveandfindsthattheinnovationincentivepolicywillweaken
thenegativeimpactofthecleanerproductionregulationpolicyonfirms＇greeninnovation．This
paperprovidesimportantlessonsforfullyutilizingtheexisting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instituＧ
tionalsystemtosynergisticallypromotecorporatepollutionreduction,carbonreduction,greening
andgrowth．
Keywords:PorterHypothesis;CleanProductionStandards;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EnviＧ
ronmental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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